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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PISA 2025 與科學教育目標

2025 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PISA 2025) 以科學為主測科目，其對科學素養詮釋為：

「具備科學素養者能夠就科學、永續發展和科技相關議題提出合理的論述，進而影響行

動」，並定義學生所需的科學能力為「科學性地解釋現象」、「建構和評估科學探究的設計」、

「研究評估並運用科學資訊進行決策和行動」三個層次 1。PISA 2025 的觀點，不僅限於

科學研究和探究實作能力，更包括運用科學參與真實社會議題，轉化為具體行動。此觀點

似可反映今日科學教育的目標，綜覽本世紀探討科學教育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文獻，多強調

科學教育應運用真實情境議題以培養知識的理解 (Lee & Butler, 2003)；解決科學與社會

交互問題以認識科學本質 (Chowning, 2009)；透過情境學習培養學生參與社會性科學議題

的積極態度 (Sadler, 2009)。2010 年代起，興起公眾參與科學的主張，如提出開放科學及

公眾參與科技治理的必要性 (Stilgoe et al., 2014)；或主張透過媒體和新興公眾參與平台的

科學教育以促進民主 (Feinstein, 2015)。在臺灣教育的相似脈絡中，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

綱要強調「素養」為知識、能力、態度的綜合表現 (教育部，2018；劉湘瑤、張俊彥，2018；

蔡清田，2010，2011)。並將「參與公民社會議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具有科學素養並能

理性積極參與公眾決策的未來公民」當作目標。

因此，培育具科學能力參與公眾議題決策的未來公民，似成當代科學教育顯學，但其

細緻意涵如參與議題、決策型式之理想型態與目的設定；既有教材教法是否廣泛運用社會

議題引領思辯？是否滿足 PISA 2025 所期待的科學能力，即「使用認識論或程序性知識來

批評科學論證中的常見缺陷」 2 等問題仍須探討。若無科學史哲或科學本質相關經歷，認

識論一詞與科學教育實務似顯遙遠，故本文將呈現當代科學教育和傳播、科學實務研究與

將科學視為研究對象的外在切入視角的趨勢變遷，以此理解課綱乃至於 PISA 對科學教育

的期待。

1 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 (2024). PISA 2025 評量架構 . 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224&mid=16072
2 蔡今中. (2024). 臺灣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成果報告. 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

*為本文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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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科學教育和傳播的科學參與

長期以來，科學教育具有傳習科學知識之目的，亦被賦予應向公眾宣揚科學態度、重

振社會道德、橋接科學與人文而達到救國興國的目標 (趙金祁，1996)。對於宏觀的科學

志業來說，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似正朝支持「參與」的趨勢發展。

一、科學素養的願景趨勢

科學素養 (scientific literacy) 可謂當代科學教育目標 (教育部，2018；Bybee, 1997;

Cross, 1999; Rutherford & Ahlgren, 1991)，被視為科技發展、社會富足的關鍵，無論制式

教育或非制式教育的教育政策，乃至於公眾的知識傳播與科技政策，均強調培養科學素養

之必要。做為其字源的「素養」，亦被認為是一種隨不同文化與時代，而能有不同面向與

發展需求的社會活動 (Barton, 2007; Cleary et al., 2007)。因此，盤點科學素養概念的改變，

可以用來理解科學教育目標及所背負之社會期待的改變。

(一) 2000 年代前：支持科學的科學素養

科學素養一詞由 Paul Hurd 在 1958 年提出，為人們理解科學、應用科學、了解科學

發展過程的綜合指標 (Hurd, 1958)。1950 至 1970 年代受到二戰戰後工業發展、冷戰時期

軍武與太空科技競爭影響，科學素養的倡議，多以強調科學在社會中的重要性為出發點

(DeBoer, 2000; Hodson, 2005; Hurd, 1958; McCurdy, 1958)。在此目標下推動的科學素養，

旨在培養公眾對科學的支持；於教育端則著眼於培養科學家與工程師，以襄助科學事業的

發展而能厚植國力 (Laugksch, 2000; Yore, 2012)。

此時期之科學素養定義已有多元發展，如 Pella et al. (1966) 回顧 1950 至 1964 年涉

及科學素養、科技與公民、科技與社會關係等主題的期刊文獻，歸結出科學素養可涵蓋基

礎科學概念、科學本質、研究倫理、科學與社會、科學與人文和科學與技術等六個不同視

角，然而多元科學素養定義並未得到相應的推動成效。Laugksch (2000) 認為，在 1970 至

1980 年代，科學素養因相對缺乏明確有共識的定義，反而降低實用性。Bybee (1997) 認

為此階段的科學素養，似乎是刺激科學教育的口號 (引自 DeBoer (2000), p. 582)。

1980 年代後，對科學素養的關注更頻繁出現，於個人尺度上強調個人決策、處理與

解決問題能力 (DeBoer, 2000; OECD, 2016)，於國家尺度上則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基礎，而

開始關注科學與社會文化的交互關係 (Laugksch, 2000)。以科學素養為目標的科學教育政

策亦在此時期被制定問世 (Atkin & Helms, 1993; Jenkins, 1992)，但綜觀整個 20 世紀，強

調人文面向發展的科學課程改革基本上仍不算成功 (Aikenhead, 2006; Eisenhart et al.,

1996; Fourez, 1997; Shamo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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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0 年代後：二分法願景的辯論

2000 年代後，關於科學素養的定義與推動開始聚焦，Douglas A. Roberts 將科學素養

依內容 (content) 與脈絡背景 (context) 的二元性分為兩種願景 (Holbrook et al., 2009;

Roberts, 2007)，此願景分法對後續的學術研究產生顯著影響。Siarova et al. (2019) 認為近

二十年關於科學素養意涵最普遍的辯論，圍繞在將科學素養以二分法化約為內容以及社會

相關性 (societal relevance) 兩種願景上，內容導向的願景聚焦於對科學知識的理解；而社

會相關性的願景則側重於理解科學對社會和現實生活的實際用處。

基於二元性的科學素養願景分類，在不同研究社群中，亦以不同模型或分類方式呈現，

如以目標受眾為依據而有科學家養成與全民科學兩種願景 (Aikenhead, 2006)；以政策目

標的時間尺度為依據，則分為政策與教育觀點的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願景 (Holbrook et al.,

2009)。

(三) 2010 年代後：以參與為目標的科學素養願景

2010 年代後，關於科學素養願景的討論，開始主張以參與科學為目標，如對科學的

參與、對話或對抗 (Liu, 2013; Yore, 2012)；或參與社會政治行動 (Hodson, 2010; Santos,

2009)；參與社區或地區性議題 (Adams, 2012; Birmingham & Calabrese Barton, 2014)；參

與縝密的公民科學計畫 (Haywood et al., 2016)。此時期的科學素養概念賦予科學資訊的理

解、重視與互動相同的權重 (Bybee, 2012)；強調利用社會性科學議題進行批判討論與將

民主原則納入科學課程中 (Yacoubian, 2018)。

在 Roberts (2007) 的願景二分基礎之上，Liu (2013) 將科學素養增訂為三個願景：科

學內容 (scientific content)、科技社會問題 (science-technology societal issue) 和科學參與

(scientific engagement)。其第三願景的「科學參與」，與前者之差異在不侷限於課室環境的

學習 (Varela-Losada et al., 2015)，而更關注社會議題中的科學，並能分析與解決問題；提

倡以參與社會、文化、政治與環境問題的行動，作為科學素養的關鍵；強調對制度或結構

的批判思考與對社會的有效溝通。

二、科學傳播的民主理路

相較於科學教育多以學校制式教育為範疇，科學傳播則受到科學促進者與科技政策上

位決策者的支持 (Dierkes & von Grote, 2000; Knight, 2006)，做為非制式科學教育環境的

良好工具 (Stocklmayer & Rennie, 2017)。在公眾議題語境下的科學傳播，猶如校園外的科

學教育，被賦予拉近科學與公眾距離的任務，其內容多與即時科學發現和科學議題相關。

與科學教育概念流變類似，科學傳播的目的和模式，在百餘年來也隨時代脈絡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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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學普及

當代科學傳播以通俗形式向公眾介紹科技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 1836 年，彼時強調

科學傳播應具通俗化、普遍化或有趣化的特色 (Spurgeon, 1986)。十九世紀起，伴隨科技

與傳媒發展，科技新知報導逐漸出現在大眾傳播。1937 年 Watson Davis 提出「科學普及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一詞，主張應以新聞傳播形式，向公眾解釋科學對文明的重要；

應準確且有趣地介紹科學發展，使公眾能將科學運用在日常生活、人際關係、政治與商業

行為；並理解自由、民主等理想應以科學方法與理性為指導 (Davis, 1937)。至今，儘管概

念已有改變，但「科學普及」或「科普」一詞，仍為中文世界運用科學傳播的普遍修辭與

概念，如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提及「推廣科學知識普及化」；或如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常年以來推動「科普活動計畫」、「科普列車」、「科普創意松」等活動，都是以整體公眾為

對象的科學傳播路徑。

強調公眾有必要得到科學知識的觀點，在科學傳播發展初期蔚成顯學，1939 年 John

Desmond Bernal 提出全民科學 (Science for all) 的概念，主張科學教育的目的是使公眾了

解、欣賞與應用科學概念和知識；透過傳播科學的重要性，使科學得以獲得支持而充分發

展；能分辨何謂科學，以對抗神祕主義和反理性 (Bernal, 1939; Bodmer, 2010)。此時期的

科學傳播內容會避免著墨於乏味的細節，以提供精簡、誘人但籠統的文本為主 (Knight,

2006)。1951 年美國科學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明定組織目標為協助科學家工作並促成科學家合作；提高科學在促進人類福祉的

有效性；增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重要性的認識；使公眾認知科學方法對人類進步的地位

(AAAS, 1951)。

「科學普及」層次的科學傳播以科學家為核心，此時強調的科學擁有撥亂反正世間事

務的至高威能。公眾必須支持科學與科學家，必須學習科學以培養當代公民應有的理性思

維，從科學傳播模式的研究觀點，也因採用「缺失模型 (deficit model，亦譯為赤字模型、

缺陷模型 )」的觀點，而常被批評忽略公眾的主體性，以及使社會議題去脈絡化 (Brossard

& Lewenstein, 2009)。

(二) 公眾理解科學

儘管受科學普及觀點之驅使，然公眾應如何獲得科學知識？校園內的正規科學課程與

校園外的科學普及應如何調和或分工？在科學普及觀點提出之始仍未有定論。

1985 年英國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 提出《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亦被稱作《Bodmer Report》，強調理解科學對個人、產業、社會與國家繁榮穩定的重要性；

主張應強化正規教育的科學教育與資源；提升博物館等場館的教育品質；大眾傳媒應積極

報導科學內容、介紹科學家工作、鼓勵科學家與科學記者製作科普刊物、利用戲劇與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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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元形式傳播科學；並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如政府、產業、科學社群等提出達成以上目

標的建言 (Bodmer, 1985) 。

時至今日的主流與多數科學傳播刊物、影音、網站與新媒體等，仍多持此「公眾理解

科學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US)」的理念，PUS 被視為利於科學與經濟等社會

關鍵因素 (Thomas & Durant, 1987)；利於國家發展與個人決策品質的提升 (Stocklmayer &

Gilbert, 2002)。

與科學普及相比，PUS 在知識的傳播仍以科學家為核心，但以整體社會、國家為傳播

的管道，以整體公眾為傳播受眾，系統化地將科學傳播視為社會教育以彌補制式教育之不

足。同時科學傳播本身與受眾本身的主體性增強，如 Burns et al. (2016) 提出科學傳播的

AEIOU 模型，將科學傳播定義為使用適當的技能、媒介、活動與對話，使受眾對科學產

生 覺 知 (Awareness) 、 享 受 (Enjoyment) 、 興 趣 (Interest) 、 意 見 (Opinions) 和 理 解

(Understanding)等反應。

又隨網路與新媒體等新興傳播技術或模式的興起，知識傳播的客製化與雙向對話開始

實踐，PUS 雖仍隱含「缺失模型」，但有時也能實踐以受眾知識、文化背景與個人情況為

出發點，以受眾已形成的個人社會和心理基模 (schemas) 來理解知識，並能保有雙向溝通

特色的「脈絡模式 (contextual model)」(Brossard & Lewenstein, 2009)。儘管傳播技術的提

升增進了雙向對話或傳播的機會，但 PUS 仍受到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觀點的挑戰，認為應強調「把科學知識帶入公共領

域的過程」 (Bryant, 2003)，應關注公共性，以及對科學的信任、體認或社會脈絡 (陳恒

安，2011)。

(三) 公眾參與科學

在此時代脈絡下，21 世紀起，對公眾理解科學的研究與關注，已逐漸轉變至「公眾參

與科學 (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 PES)」 (Potočnik, 2007)。如 Bodmer (1997) 在探討

生物醫學領域與公共政策的 PUS 時，主張應找到合適的方式，讓公眾公開討論科技帶來

的新發現與其影響。近期大眾傳播的發展，使大眾化專業知識對政策流程產生重大影響，

改變了傳統科技專家顧問與政策制定的關係 (Petersen et al., 2010)。

在不同國家或區域的情境中，2007 年歐盟科技社會的綠皮書政策，鼓吹將科學的卓

越成果、良好治理與公眾參與相結合做為政策方向  (Potočnik, 2007)。德國在 PES 的基礎

上，強調科學與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而發展為「公眾理解科學與人文（ 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d humanity, PUSH）」(莫季雍，2013)。英國則發展出「公眾參與科

技（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ST）」，將 PES 聚焦於科技創新過程

應納入責任感；多樣化公民知識認識觀；使公眾參與的科技議題不受限於議題的輕重緩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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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害關係人類型；支持新興參與平台或空間；重拾開放科學的熱情 (Stilgoe et al., 2014)。

在公眾參與科學情境下的科學傳播模式，因肯認基於在地經驗、社會文化脈絡發展的

常民知識，並重視其對政策制定的價值，而會報導或強調非科技專家的常民觀點，因此被

稱為「常民專家模式 (lay expertise model)」。更進一步的是將科學與非科學界線模糊化，

不僅接納常民知識，亦將公民觀點納入公共政策辯論之中，強調參與的過程與對話的目的，

透過參與式民主的活動形式賦權，以達到科學民主化的「公眾參與模式 (public engagement

model)」 (Brossard & Lewenstein, 2009)。

參、 科學內外的科學參與

承前文之主張，當代科學教育目標之趨勢變遷，可能受到科學實務發展與其本質的轉

變影響，也可能伴隨著將科學視為研究對象的外在切入視角而變遷。因此，本段以科學內

在與外在視角探勘科學「參與」的特徵。

一、科學研究的內在實務視角

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在類似時期往重視公眾參與或民主化的路徑發展。以臺灣的社會

發展脈絡來看，可解釋為科學傳播的進程是從國族化的科學到民主化的科學，伴隨著政治

轉型、政府與法令設計等科學的外在因素，推動著科學傳播的改變 (黃俊儒、羅尹悅，2022)。

也可解釋為科學研究本質的轉變，以科學內在的因素，帶動了科學傳播或教育的改變 (林

陳涌、廖英凱 , 2022)。抑或是受到科學內外在因素相互糾纏的影響，而形成一個更恢弘的

時代脈絡。本文認為在此脈絡之中，自然科學研究實務的本身，正展現出一個參與和賦權

的趨勢。

(一) 20 世紀前：獨立科學家

近代科學研究始於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彼時宗教、政治人物與豪門家族常因對科

技、聲望與宗教價值的需求，給予科學家資金贊助，使多數科學家已具備相當資產或能自

籌經費，科學工作並非追求金錢的營利事業，而是一種業餘性質的智力與慈善活動。科學

家嚮往自由受教與研究，也保有廣泛接觸其他文化的生活。科學研究工作之目的係將科學

的成果貢獻於社會或個人名聲經營。具有此類態度而從事科學工作者，被稱為「獨立科學

家 (independent scientist)」或「紳士科學家 (gentleman scientist)」 (Davis, 2009; Ross, 2006;

Segen, 1992)，如 17 世紀英國化學家 Robert Boyle，因其貴族身分，而能獨立從事科學學

術研究 (Blackburn, 2008; Davis, 2009)(引自林陳涌、廖英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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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 世紀後：大科學時代

20 世紀起，科學研究既受戰爭軍事技術之需求推動，對科技人才與研發成果之需求

使科學教育蔚成顯學，而發展成大科學 (big science)。大科學的興起標誌了科學家從獨立

研究的個體，轉變為研究事業組織體的成員。大科學研究事業的特點常是單一研究計畫之

研究團隊可由數十至上千名科學家、工程師與技術人員所組成，需要大型儀器與設施，由

於資源需求龐大，必須仰賴政府、產業或跨國合作的資金支持 (Myers, 1992)，研究組織

中也仰賴大量管理人員，提供行政規劃、財務管理、募資與行銷等技能。科學事業的樣貌

改變，也衍生出研究型大學的經營概念 (Dennis, 2017)。時至今日，公民營研究機構、科

學與科技企業研究部門，均可謂大科學時代下的產物。然而大科學的發展導致科學家的研

究興趣與研究機會，傾向或被迫服膺持有資源者之意願，而可能忽視由研究者個人驅動的

小型研究 (Valentine, 2010)；被批評使科研工作常規化與官僚化且壓制了創造力 (Heilbron,

1992)；憂慮會與批判性思考和模型驅動的科學方法衝突 (Ceri, 2017)；更被抨擊會破壞對

知識純然追求的啟蒙理想，如一種以科學真理之名，建造安撫當權者的現代紀念碑

(Weinberg, 1961)。

(三) 1970 年代後：公民科學

在 大 科 學 發 展 興 起 與 反 思 之 下 ， 1970 年 代 Paul Feyerbend 提 出 科 學 民 主 化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的概念，主張當代科學已成為專家實踐理想的招牌與說服大

眾的藉口，這使科學的優勢威脅到民主，如同過去宗教與國家的權力結合般，成為一種科

學與反民主的結合。專家常帶有偏見且不可靠，因此必須要有外部控制，必須要發揮「公

民意識」以確保自由社會的穩固 (Feyerabend, 1978)。

1979 年，公民科學家 (citizen scientist) 一詞首次被提出，視為一種基於興趣而收集

資料的業餘研究者 (Oberg, 1979)。 Irwin (1995)針對公民科學又進一步定義，再細分為由

科學家主導的公共研究計畫，或由公眾參與科學政策的形成等。至今公民科學的形式更多

元發展，如監測志工 (volunteer monitoring)、社區科學 (community science)、參與式行動

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等公眾參與科學研究的多元模式 (Bonney et al., 2009)

(引自林陳涌、廖英凱，2022)。

上揭不同公民科學的模式中，可分為兩種典型的型態：其一為科學家主導的研究計畫，

公眾以志工的角色協助科學家工作，如業餘天文觀測、生態與環境監測；或分享閒置資源

的方式減輕科學家負擔，如搜尋地外文明計畫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SETI)，都被視為「由公民執行 (by citizens)」的參與模式 (Collins & Evans, 2017)。

其二則為蘊含抗議與挑戰的參與，如霄裡溪光電廢水爭議中，發起、規畫並串聯外界

專家社群的在地公民 (杜文苓、李翰林，2011)。在此類公民科學模式中，公眾可透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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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協助提出問題、主動招募技術專家，進而與專家共同打造新的科學文 化

(Socientize, 2014)，可視為一種「為公民執行 (for citizens)」的參與模式 (Collins & Evans,

2017)。

宏觀地看科學研究與公民科學發展的軌跡，雖今日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場域為產官學

研所屬的研究機構，但科學研究實務中，仍隨時代演進逐漸蘊含了賦權 (empowerment) 的

精神，強調人們能掌握自身相關事物的機會，透過參與或合作提升個人或群體的生活品質

(Kloos et al., 2012)。

因此，無論是做為科學內在的研究工作，或是做為科學往社會推進的教育與傳播，都

能展現出隨時代改變而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開始更強調參與及公眾的主體性。

二、科學之學的外在研究觀點

前文中探討科學教育、傳播與研究實務的脈絡，視為一種「科學之學」的研究方式，

科學概念隨時代文化的改變，不同時代文化對科學的期待樣貌，是在探討「科學本質」，

或反思「科學到底是什麼？」時，值得跳脫科學學科劃界的檢視方式。

此處所指的「科學之學 (science studies)」引自 Hess (1997) 的用詞，其概念為針對科

學這門學科，由其他學科領域對科學所提出的研究，亦被稱為「元科學研究 (metascientific

studies)」、「關於科學的研究 (studies about science)」或有譯為「科學學」、「科學論」，至

少包括關於科學的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經濟、歷史與哲學等七種觀點 (黃俊

儒等人，2008；Hess, 1997; Lorenzano, 2010)。

從多方觀點針對科學的研究來看，Collins 和 Evans (2016) 將過去一世紀科學之學的

進程分為三波浪潮，代表看待科學知識與專家本質的轉變：

(一) 第一波浪潮：權威的時代

科學之學的第一波浪潮始於 20 世紀初期，在 1950 至 1960 年代達到巔峰。此時期人

們相信科學知識的傑出、絕對性與普遍性，政治無法影響科技決策，專業知識擁有絕對宰

制。同時，因軍武發展與大科學的概念而留意到社會結構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導致此階段

科學社會學的分析側重於解釋科學錯誤而非科學真理 (Collins & Evans, 2016, 2017)，此

時期的「科學社會學」，關注科學家與社會機構、政治經濟環境的關聯，發展科學社會內

部的規範以指引適當的科學實作行為 (Merton, 1973; Sismondo, 2007)，並不觸及以科學知

識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分析 (戴東源，2012)，科學家與公眾之間亦有明確的界線與階級。

(二) 第二波浪潮：民主的時代

科學之學的第二波浪潮始於 1960 年代，常以 1962 年 Thomas Kuhn 與其所著《科學

革命 的結 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為此浪 潮之 濫 觴 (H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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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mondo, 2007)。在此典範下的科學之學，強調科學知識是社群內部談判、協議與妥協的

結果，提供了反對技術霸權的論述。如「科學知識社會學」以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質為研究

對象，並透過廣泛案例研究，指出專家建議與科學知識是建立在社會假設之上，以此破壞

第一波浪潮中科學在認識論上的特權，消弭決策過程中科技專家的超然地位 (劉文旋，

2012；Collins & Evans, 2016, 2017; Sismondo, 2007)。在此浪潮下，科學知識並不享有特

權，科學家與公眾的劃界被模糊化，常民專家 (lay experts) 的貢獻應被同等強調，因此在

科技議題的決策時，參與者組成也應擴及至專家社群以外，是一種權力下放的過程。

(三) 第三波浪潮：專業知識的時代

然而第二波浪潮未有對常民專家與常民知識的判準，使決策過程中各類參與者與知識

享有同等的地位，但缺乏界定對錯真偽的原則。對此，Collins 和 Evans (2016) 提出第三

波浪潮「專業知識與經驗知識研究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EE)」。

SEE 持守第二波浪潮對第一波浪潮中獨尊科學知識與科學家霸權的否定立場，但也承

認專業知識有助於決策。同時 SEE 也否定第二波浪潮對專家與常民劃界的完全模糊，而

強調專家與常民的劃界應彈性取決於知識的本質，須同時考量專業知識與基於經驗的知

識。在此觀點下，參與決策專家所擁有的知識可區分為「貢獻型專業知識 (contributory

expertise)」與「互動型專業知識 (interactional expertise)」。「貢獻型專業知識」為傳統科

技專家之形象，擁有專業能力或透過大量訓練，以在議題上貢獻出專業知識；「互動型專

業知識」則如人類學家、新聞記者、倡議團體等，此類群體則可透過與專業社群的互動，

對知識或議題脈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可被視為專家而參與決策 (Collins & Evans,

2017)。

此觀點對具備科技風險的決策特別具有價值，成為風險治理研究的關注焦點。過往針

對環境議題的決策研究，常強調不應單純依靠科學專業的知識，而需尋求更開闊、多元的

政策知識方法論，以提升決策品質 (deLeon, 1990; Fischer, 2009)；或強調科學專家與非專

家在知識上共同合作、設計、生產、執行與相互學習 (Hackmann & Moser, 2013)。臺灣在

地的環境議題研究，也開始著重科學相關的社會爭議發生時，不同利害關係人論述的知識

與證據型態，以及知識進入決策場域的模式或路徑 (杜文苓，2010)。

上述科學之學的發展，不僅與科學教育、傳播及科學實務的趨勢相似，同等呼應真實

社會議題以及公眾參與決策的機制，更重要的是強調知識的多元與複雜。過往議題導向的

科學教育與傳播，多以議題為契機，使正確知識得以傳播予受眾；或在妥善傳播或釐清議

題知識的前提下，使公眾討論社會議題中的價值取向。然科學之學對科學教育和傳播之啟

發，是在面對或運用科學議題時，不只強調教科書、學術文獻與專家觀點的專業知識，也

需強調公眾或師生在探討和互動的過程中催生出的知識與觀點。這呼應了近期科學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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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對科學認識論的重要研究，從制式教育角度，強調科學認識論教學是學生學習科學

資訊的核心 (Ryder, 2002)；漸往公眾理解科學的角度，強調教授科學認識論和科學過程對

公眾的助益 (Sinatra & Hofer, 2016)；以及主張科學認識論能引發公眾對傳播文本中科學

內容的興趣，而提高公民參與程度 (Choung et al., 2020)。由此來看「參與」的趨勢或特

徵，不只是參與機制或與議題相關的行動，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能涵容與探索多元知識型

態。

肆、 為什麼民主需要科學教育？

20 世紀初期起，教育研究者早已意識到教育對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並將科學教育

視為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關鍵 (Dewey, 1916)。爾後在冷戰的時代背景下，民主化浪潮在全

球開展，但民主制度也遭受不同意識形態的挑戰，促使政治研究者關注公眾之知識與教育，

對維護民主機制的重要 (Dahl, 1989)，此間也不乏科學專家呼籲提倡公眾教育中的科學思

維，以理解世界和避免迷信 (Sagan, 1995)。本世紀起，鼓吹科學教育做為民主社會基礎的

觀點蔚成顯學，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SECO) 在永續發展目標中，強調科學教育所帶

來的批判思維、問題解決能力及公民意識之促進 (Rieckmann, 2017)；或如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 (OECD) 強調科學素養在民主制度與決策中的作用 (OECD, 2019)。

綜上所述，民主體制的發展漸強調科學教育的重要，科學之志業也愈發展現出重視公

眾及其知識的參與趨勢，而對於近期科學教育之發展，則對參與的情境或議題，著重於與

社會脈絡的連結。

一、社會脈絡中的科學教育

半世紀以來，科學教育界致力於研究社會脈絡中的科學，幾位學者因呼應科技發展導

致的環境破壞等爭議，提出了「科學、技術、社會與環境關係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STSE)」、「社會性科學議題 (Socio-scientific Issues, SSI)」，

以及「社會爭議問題 (Socially-Acute Questions, SAQ)」 等不同教學題材。

STSE 為加拿大學校課程強調的面向，源於 1971 年 Jim Gallagher 的主張，他指出「對

於未來民主社會的公民，了解科學、技術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可能與了解科學的概念和

過程一樣重要」 (Gallagher, 1971)。STSE 著重於全民科學，提倡培育負責與積極的公民，

支持民主與社會正義。強調學生應了解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科技發展與利益分配的關係、

發展個人觀點與價值，並最終能參與真實社會議題的調查與行動 (Hodson, 2003)。

美國學者 Ze id ler 等提出的 SSI 概念被廣泛用於不同學科與不同年級的課程中，能應

用於對科學概念的理解，也能做為參與社會議題和行動的方法 (Zeidler, 2014)。SSI 鼓勵

運用真實世界的議題，鋪陳具有真實性情境的學習題材，其理論框架可提高論證技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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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思考和批判思考能力 (Amirshokoohi, 2010)。以 SSI 為題材的科學教育，能涵蓋科學

本質議題 (nature of science issues)、話語議題 (discourse issues)、文化議題 (cultural issues)

和案例為主的議題 (case-based issues) 等四個領域，強化學生的科學認知與道德發展 (黃

俊儒等人，2008；Zeidler et al., 2005)。但 SSI 不特別關注與挑戰學習者的個人特質與道德

信念，須留意 SSI 概念被過度使用時，反削弱了與社會脈絡的相關性 (Bencze et al., 2020)。

法國學者 Si mo nneaux 倡導的 SAQ 如同 STSE 和 SSI 一般，鼓勵使用複雜、有爭議

的真實世界議題，SAQ 強調議題需在社會、研究與專業領域、課堂三個面向都是刻不容緩

的，因此更優先考慮社會和科學爭議、複雜性、累積的專業知識、評估證據、不確定性和

風險 (Bencze et al., 2020)。Bencze 等人亦指出，將 SAQ 納入教育，不僅結合科學內容與

技術應用的後果，也應討論 dos Santos 和 Mortimer (2002) 所建議之「對環境風險的理解；

科技系統對文化的影響力；個人需求與市場需求的差異；以及與永續發展一致的態度和價

值觀發展 (p. 647)」。

這群學者於 2020 年時共同發表文章，將其統稱為「社會脈絡中的科學 (science-in-

context, SinC)」。他們指出這些概念儘管名稱、地緣政治和時間起源不同，於本體論、認

識論和價值觀也略有差異，但教育理念均希望能針對真實社會議題，提供學習者更全面與

批判性的概念，使學習者能應用這些概念來實踐更公正與更環保的世界 (Bencze et al.,

2020)。

二、科學教育中的民主脈動

由上述諸多領域的發展趨勢來看，民主制度的發展需要科學教育，而科學教育的發展

趨勢，也同時耦合著在真實社會脈絡下，以公眾及其知識為主體的民主化趨勢。

以此反思臺灣科學教育，雖近期科技相關議題教學已呼應真實社會議題，但仍受到批

評，如議題內容僅當作課堂教學的陪襯範例，教師仍多缺乏主持開放問題討論的能力與經

驗 (林陳涌，2015)；議題呼應的尺度與深度較小，也欠缺師生合作 (Aikenhead, 2009)；議

題教學目標也多設定在提升學生個人論證、高層次思考與批判思考能力 (Amirshokoohi,

2010)，較少回應真實世界的改變，較像是內化為個人尺度的培力。

同時，課綱中所揭示的關於「參與」的概念，有提及可設計的教學案例，如「以實例

探討公民參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可行方式」；或作為給定明確目標的參與行動，如「積極

參與海洋保護行動」常以生態導覽和淨灘做為教學方式，往往是一種能體會到表象徵兆的

活動 (activity)，而非能傳達、影響或改變其根本原因的行動 (action)(Jensen & Schnack,

1997)。縱有少數能直擊根本原因，解決實際社會議題，並形塑為政策發展方向，如前文

提及有在地教師參與的霄裡溪廢水案 (杜文苓、李翰林，2011) 和公民科學的發展，但仍

屬少見的特例。參考這些特例，在學校教學的情境中，科學課室中可嘗試由師生實際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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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的環境科學議題出發，引導學生在議題探究的過程，不只是追求精緻的專業知識，還

能理解與涵容多元知識、文化與價值偏好 (劉湘瑤 , 2016)。

對今日臺灣的科學教育者，縱然非民主制度的研究專業，但有必要理解整體科學志業

邁向參與的民主趨勢，更進一步的是意識到當近代民主體制正往參與式民主、審議式民主

與科技民主等概念發展時，被民主所需要的科學教育，其經營也需要跟上民主發展的進程。

科學教育歷經數次核心理念與方法等結構性的變革，對當代社會來說，已不只是科技發展

的基礎，更是民主社會健全永續的基石。前文引述的 Harry Collins 和 Robert Evans，他們

的重要著作《Why Democracies Needs Science?》，關注科學在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性，文末

願致敬此書書名，期以爬梳做為科學內在的研究實務、做為科學向社會推進的教育與傳播、

以及將科學當作研究對象的科學之學的趨勢變化，以理解課綱與 PISA 開始強調公眾、參

與、決策與行動時，其背後代表的人類社會如何看待科學本質變化的百年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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